
权力中心转移与国际体系转变＊

阎学通

内容提要：中国崛起所产生的权力转移，不仅会改变国际格局，而且可

能带来世界中心从欧洲向东亚的转移。然而，无论是国际格局改变还是世界

中心转移，并不必然伴随着国际体系的质变。国际体系由行为体、国际格局

和国际规范三个要素构成。将其中任何一个要素的质变视为体系质变，既无

法区别体系与要素的不同，也无法确定两者间的关系。故此，至少应以两个

体系要素发生质变作为体系质变的标准。由于中国崛起是国际格局变化的主

因，因此其崛起面临的体系压力呈上升趋势。为此，中国需要制定与世界第

二大国地位相符的对外战略，确立争夺战略友好关系的原则和建立国际新规

范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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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权力中心转移是国际关系研究的长久课题。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期，

东亚国家的学者提出了世界中心向亚太 （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转移的看法，

其主要依据是当时日本和 “亚洲四小龙” （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中国

香港）的经济快速增长。三十年过去了，当年持这一看法的许多学者现已辞

世，在有生之年未能看到其所希冀的世界中心转移。进入２１世纪，伴随着

中国的崛起，有关世界中心转移的话题又开始引起学界的关注。本文讨论的

问题是：世界中心在２１世纪将向何处转移？此次中心转移是否会带来国际

政治的体系变化？中国应如何利用此次世界中心转移的历史趋势？

＊　本文得到王雪莲教育基金资助，我的博士生杨原承担了后期的编辑工作，在此一并表示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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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世界中心在２１世纪向何处转移？

随着 “金砖国家”概念的出现以及２０国集团 （Ｇ２０）峰会的建立，有关

世界中心转移的讨论在媒体和学术界逐渐增多。然而，人们对世界中心向何

处转移的看法却不尽相同。例如，阿根廷学者认为，世界中心是由西方向东

方和由北方向南方转移。① 中国一些学者则认为，世界经济中心正在向亚洲

转移。② 而中国外长杨洁篪在墨西哥回答记者提问时则指出：“目前国际上确

实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世界的权力重心正在从西方向东方转移。我并不认

同这一观点。”③ 笔者认为，人们对世界中心向何处转移的认识之所以不同，

其主要原因在于缺乏明确的有关世界中心的客观判断标准。

（一）世界中心的判断标准

国际政治的地缘中心不是由其自然地理位置所决定的，而是由该地区国

家的实力决定的。基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英国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
（Ｈ．Ｊ．Ｍａｃｋｉｎｄｅｒ）在１９１９年出版的 《民主的理想与现实》一书中提出：

“谁统治了东欧，谁便控制了 ‘心脏地带’；谁统治了 ‘心脏地带’，谁便控

制了 ‘世界岛’；谁统治了 ‘世界岛’，谁便控制了世界。”④ 然而，历史经验

并不支持这一判断。二战期间，纳粹德国一度控制了东欧，但未能主宰世

界，结果是德国分裂成东德和西德两个国家。冷战时期，苏联控制了东欧，

也未能统治世界，最终苏联解体为１５个国家。冷战结束后，欧盟东扩吸纳

了东欧国家，但欧盟不但未能因此而强大，反而导致了欧盟一体化进程停滞

不前，致使欧元区面临解体的危险，甚至出现世界中心从欧洲向其他地区转

移的趋势。冷战结束后，北约的东扩使美国在一定程度上增大了对东欧的控

制力，但这并不是美国成为冷战后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原因。冷战后世界变

成单极格局的直接原因是苏联的解体。如果苏联不解体，即使东欧国家都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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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北约，美国完全控制了东欧，世界的两极格局也难以转变成单极格局。

具体说来，一个地区要成为世界中心必须具备两个条件。首先，该地区必
须包括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国家，即有一个或几个国家应当具备世界级的物质
力量 （尤其是军事力量）和文化力量 （尤其是思想力量），并成为世界其他国
家所模仿的样板。其次，世界中心还应是国际矛盾最为集中的地区。这种矛盾
主要体现在中心国家在本地区及其他地区的争夺上。从历史上看，世界中心具
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中心国家的战略争夺主要是其所在的地区，另一种是中心
国家的战略争夺从中心扩散到边缘地区。当战略争夺的重心是中心国家所在地
区时，该地区的世界中心地位就更加突显。在上述两个条件中，是否有世界级
影响力国家的存在，是决定一个地区能否成为世界中心的前提。

从１９世纪欧洲列强大规模争夺海外殖民地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欧
洲是公认的世界中心。这一时期，欧洲既是争夺者们的所在地，也是战略争
夺地区。随着殖民主义的不断发展，欧洲诸大国的战略争夺开始向欧洲以外
的地区扩散，① 但欧洲始终是欧洲大国争夺的主要地区。例如，英法俄等国
为争夺巴尔干半岛而爆发的克里米亚战争、希特勒德国在欧洲的扩张等等。

正因如此，在二战结束以前的１５０年里，欧洲始终是世界中心。非洲一度作
为殖民地，是欧洲诸大国争夺最激烈的地区之一。但由于非洲没有具有世界
级影响力的大国，因此非洲并没有成为世界中心。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一直到冷战结束，美国和苏联是世界上实力最强大
的两个国家，同时也是国际体系中最主要的两个战略竞争者。作为 “两极”

之一的苏联位于欧洲，同时这一时期美苏两国争夺的重点也位于欧洲，因
此，欧洲仍被认为是冷战时期的世界中心。１９４６年，丘吉尔在美国富尔顿的
演讲中说：“从波罗的海的斯德丁到亚得里亚海的的里亚斯特，一幅横贯欧
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② 正是由于美苏双方都将战略竞争的重点放在
欧洲，才会在欧洲而不是在世界其他地区形成这幅 “铁幕”。而标志着东西
方两大阵营建立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的成员国，除美国和加

—６—

①

②

参见Ｅ．Ｅ．里奇：《全欧洲关心扩张》，载Ｇ．Ｒ．波特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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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大之外全部集中在欧洲。这正是美苏两国在欧洲地区争夺的直接结果。

（二）“亚太”和 “东方”的提法太过笼统

依据上面的分析，当我们判断世界中心究竟向哪个地区转移时，必须首

先明确该地区是否正在出现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国。这意味着 “世界中心”

所指的地区应有明确的地理边界。

按照这个标准， “亚太”和 “东方”这两个提法都显然太过模糊不清。

“欧洲”这个概念是指一块地理位置确定和所构成国家明确的大陆。这个地

区面积１０１６万平方公里，西临大西洋，北靠北冰洋，南隔地中海和直布罗

陀海峡，与非洲大陆相望，东与亚洲大陆相连。欧洲现有４５个国家和地区，

约有７．３９亿人，约占世界总人口的１０．５％。① 相反，“亚太”却是一个地理

范围无法确定、构成国家不明确的概念。百度百科对 “亚太”一词的解释

是，“有关这一概念的国家与地区划界目前有几种不同的理解”。② “亚太”这

个概念包括了一个海洋 （太平洋）和四个洲 （亚洲、北美洲、南美洲、大洋

洲），占了地球上三分之二的大陆和世界７１％的人口。当任何一个 “中心”

占到 “全部”的三分之二以上时，这个所谓的 “中心”与 “全部”在性质上

已经没有太大的区别了。

“东方”更是一个地理范围和构成国家模糊不清的概念。冷战时期，“东

方”是指奉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国家群体，冷战后则是指东方文化的国

家。然而，东方文化国家具体包括哪些国家很难做出精确的界定。狭义的东

方文化国家可以界定于东亚，即儒家文化圈，而广义的东方文化国家可以界

定为整个亚洲，从中东到东亚的全部地区，包括了中东、中亚、南亚、东南

亚和东北亚。③

之所以会出现 “世界中心从欧洲向亚太转移”或者 “世界中心由西方向

东方转移”这样模糊的提法，很可能是由于提出者判断不出哪个具体的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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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维基百科和百度百科 “欧洲”词条，ｈｔｔｐ：／／ｚｈ．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ｏｒｇ／ｗｉｋｉ／％Ｅ６％Ａ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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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义的 “东方”称谓是一个带有欧洲中心论色彩的文化概念，它是以西欧主要国家通向亚
洲的海上路径为基点，对欧洲以东广大地区的统称。“东方”的提法大约形成于欧洲殖民国家对外扩
张的早期，盛行于１９世纪。后因所涉及地区过于辽阔，西欧国家便进一步按照与它们地理距离的远
近，将 “东方”概念分割为 “近东”（东欧、土耳其）、“中东”（阿拉伯地区、中亚）和 “远东”（东
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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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北美之外的地区能够成为具有世界级影响力的地区。这一现象反映出提出
者对东亚地区的实力发展前景缺乏信心。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当东亚学者提出世界中心向亚太转移时，在东亚地区
还看不到任何一个国家或国际组织在短期内可能具有进行全球战略竞争的能

力。当时，虽然日本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日本不是一个具有综合
国力的国家，没有进行全球战略竞争的能力，不可能对世界政治构成重大影
响。① 与此同时，地处欧洲的苏联仍保持了世界超级大国的影响力。东亚学
者一方面希望自己所在的地区成为世界中心，另一方面却无法在东亚地区找
到具有世界级影响力前景的国家，因此不得不使用了 “亚太”这个外延非常
广的概念，来支持自己的假想。使用 “亚太”这个概念的一个好处是可以将
美国纳入其中，因为毕竟美国的世界级实力和影响力是无人质疑的。然而，

在亚太地区只有美国一个超级大国的情况下，我们无论如何都无法作出世界
中心从欧洲转向了亚太的判断，因为美国一直是亚太国家，其地理位置是个
常量，而常量是无法解释变化的。

（三）当前世界中心转移主要取决于欧洲和东亚而非美国
美国既可以说是太平洋国家，也可以说是大西洋国家，其地理位置客观上

不会发生改变。因此，只要美国的实力保持在世界级的水平上，它就不可能是
导致世界中心转移的主要原因。自第二次世界大战至今，美国一直是世界上影
响力最大的国家，始终是世界中心的一部分。美国作为世界中心一部分的事实
不仅在今天得以维持，而且非常可能将继续维持２０年。如果今后２０年美国能
保持其世界主要战略竞争者的地位，美国就不应成为我们分析世界中心从欧洲
向何处转移时要考虑的因素。控制了美国这个常量后，我们就可以很清楚地看
到，真正决定世界中心转移的因素是欧洲与东亚实力的相对涨落。

受２００８年以来的经济危机的影响，当前欧洲和美国都在一定程度地衰
落。但欧洲衰落和美国衰落的性质是不同的，因此它们对世界中心转移的影
响也是不同的。在未来１０年内，美国的衰落不会改变其超级大国的地位，

也就是说，美国的衰落只是程度上的，美国仍将是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国家
之一，至少可以保持与东亚相当的世界影响力，因而它仍将是世界中心的组
成部分。然而，欧洲的相对衰落则将使其世界影响力小于东亚，东亚从而将

—８—

① 巴里·布赞：《人、国家与恐惧———后冷战时代的国际安全研究议程》，闫健、李剑译，中
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１６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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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代欧洲成为世界中心的组成部分，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整个欧洲的相对衰落

是导致当前世界中心转移的原因之一。除此之外，东亚取代欧洲成为世界中

心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欧洲不存在具有成为世界超级大国潜力的国家，而

位于东亚的中国，则具有崛起为拥有世界级影响力的超级大国的潜力。总

之，当前这次世界中心的转移是由欧洲和东亚实力对比转换推动的。

提到 “美国的衰落”，我们需要明确，美国不是绝对衰落而是相对衰落，

即美国的绝对实力是上升的，但因为中国实力上升的速度超过美国，因此其

与中国的实力差距在缩小。美国的衰落至少在未来２０年内不会改变其超级

大国地位。而美国保持超级大国地位，并不意味着它能保持唯一超级大国的

地位，也就是说，不排除中国正在接近超级大国的标准。这种新的实力分配

趋势，既保持了美国的世界级战略竞争地位，同时使得欧洲与东亚的实力消

长成为影响世界中心转移的决定性因素。

（四）东亚成为世界中心须依靠中国崛起

前文已经提到，东亚要成为世界中心，就需要从总体上超过欧洲的实力

和影响力，而东亚未来超越欧洲主要须依靠中国的崛起。今后１０年，由于

日本国内难以进行政治改革，因此日本的实力地位呈现下降趋势。东亚其他

国家的实力基数过小，即使有较快的增长速度，对于提升整个地区的实力地

位的作用也非常有限。与之相比，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相当于欧盟的４６％。

今后１０年，欧洲经济年均增长率难以超过２％，而中国的经济增速将有望保

持在７．５％。这意味着到１０年后，中国一国的经济规模可达到欧盟２７国总

和的８０％以上，再加上日本、韩国和其他东亚国家，东亚地区的整体经济规

模必然超过欧洲。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日本和 “亚洲四小龙”经济的快速增长之所以未能使

东亚超越欧洲，除了苏联的超级大国作用外，另一个原因是日本不是一个具

有综合实力的国家。中国崛起是建立在综合实力的基础上，而日本是建立在

单一的经济实力基础上。中国综合国力的特性使美国不得不把中国作为２１
世纪最主要的防范对象，这意味着美国最大的战略竞争者从欧洲转移到了东

亚。今后１０年，中国将逐渐发展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具有全球战略影响力的

超级大国，换言之，东亚地区将拥有一个真实的能够进行全球战略竞争的国

家。中国的崛起将使东亚地区对世界的影响力超过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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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在 《环球时报》发表了 《伦敦奥运暴露中国崛起困境》① 一文之后，

该文在互联网上遭到了大量批评。许多批评者认为，中国人均ＧＤＰ排名世
界１００位之后，并据此对笔者提出的中国有可能发展成为一个超级大国的观
点提出质疑。事实上，中国民众对中国实力地位的认识与国际社会有较大差
别。例如，新加坡总理李显龙 （Ｌｅｅ　Ｈｓｉｅｎ　Ｌｏｏｎｇ）就曾说：“中国有时可能
意识不到自己在别国眼中有多强大，所以我觉得认知上的差异有时意味着，

中国与别国不以同样的视角看待问题，而这可能需要磨合。”② 这种认识差别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学者准确判断中国在世界中心转移中的作用，因此
多数学者仍然倾向于使用 “亚太”一词而非 “东亚”。

中国崛起不仅将使东亚拥有了能影响世界的超级大国，而且将使东亚成
为世界主要的战略竞争地区。如前所述，一个地区成为世界中心的另一个重
要条件是，该地区是世界主要大国争夺的中心地区。随着美国 “重返亚太”
（也称为 “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实施，东亚地区正日益成为国际政治的矛盾
焦点和大国战略争夺的中心。美国战略转移的目的是为了保持其在世界中心
的影响力和主导地位。在自身实力相对衰落的情况下，为了应对崛起大国的
挑战，美国自然要将其全球战略重心向世界中心地区收缩。美国将战略重心
从中东向东亚转移，进一步印证了新的世界中心将是东亚而不是欧洲。

如果东亚成为世界中心，美国的 “再平衡”战略就不可避免地将防范中国
作为首要任务，其全球战略必然是把中心地区的战略竞争作为首要考虑。如果
不考虑海洋因素，美国与英国和日本都分别成为邻国，欧洲和东亚就都处于美
国的 “家门口”。正是基于这个考虑，美国才总是声称自己是东亚国家。从政
治地理意义上讲，中美就成了都是位于东亚的世界级战略竞争者，它们的竞争
将会在其所在地区展开。这种战略竞争会比在其他地区的战略竞争更加激烈。

在东亚历史上，中原王朝与本地区另一个大国的战略竞争总是非常激烈的，汉
朝与匈奴、宋朝和金国、明朝与满清的战略竞争都是如此。③ 这意味着，今后

１０年，中美在东亚的战略竞争的激烈程度将超越它们在其他地区的战略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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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阎学通： 《伦敦奥运暴露中国崛起困境》，环球网，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４日，ｈｔｔｐ：／／ｏｐｉｎｉｏｎ．
ｈｕａｎｑｉｕ．ｃｏｍ／１１５２／２０１２－０８／３０２２１９５．ｈｔｍｌ。

《李显龙：中国不知道别国眼中自己多强大》，观察者，２０１２年９月３日，ｈｔｔｐ：／／ｗｗｗ．

ｇｕａｎｃｈａ．ｃｎ／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ｓ／２０１２＿０９＿０３＿９４９８９．ｓｈｔｍｌ。

参见Ｎｉｃｏｌａ　Ｄｉ　Ｃｏｓｍｏ，Ａｎｃｉｅｎｔ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Ｉｔｓ　Ｅｎｅｍｉｅｓ：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Ｎｏｍａｄｉｃ　Ｐｏｗｅｒ　ｉｎ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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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世界中心转移的战略竞争领域次序不同

历史上，世界中心的转移基本上是通过战争方式完成的，因此，战略竞

争的领域主要集中于军事领域。① 苏联的解体为２１世纪的世界中心转移创造

了条件，但是中国选择了优先发展经济的策略，这个策略决定了２１世纪的

中美战略竞争始于经济领域而非军事领域，但这并不排除战略竞争从经济领

域向军事领域的扩散。全球战略竞争力包括两个方面，即物质方面和思想两

方面。物质力量体现为经济力量和军事实力。中国目前是世界第一大贸易

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第二大经济体，但军事实力与美国相比还相差甚

远。虽然中国的国防开支位居世界第二，但实际军事能力暂时尚不及俄罗

斯，因为军事力量与作战经验直接相关。此外，数学衡量的军事力量大并不

必然意味着物理衡量的军事力量也强。所谓物理衡量是指一国军事力量有多

大的摧毁和防御能力，而数学衡量则是指军事资产的货币价值。

观察中国综合国力的不同要素，我们可以发现，中国优先发展经济的崛

起战略，决定了世界中心向东亚转移进程中的战略竞争首先体现在经济领

域，而后会进入军事领域，进入思想领域会更晚一些。世界中心一定是对全

世界的思想有巨大影响的地区。这个地区的国家不仅具有世界级的物质力

量，还具有世界级的文化力量，特别是思想力量。正因如此，世界中心往往

是边缘地区的国家所模仿的样板。美国作为世界中心的一部分，其思想对世

界影响很大。② 目前，中国在思想方面对世界的影响力还远不能与美国相比，

不过其影响开始显现。③ 例如，外国学者已从只关注、研究中国已故者的思

想，如老子、孔子、曾国藩、梁启超、毛泽东、邓小平等，转向关注中国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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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对此，权力转移、霸权更替和霸权周期等理论得出了基本一致的结论。参见 Ａ．Ｆ．Ｋ．Ｏｒ－
ｇａｎｓｋｉ，Ｗｏｒｌ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Ｎｅｗ　Ｙｏｒｋ：Ａｌｆｒｅｄ　Ａ．Ｋｎｏｐｆ，１９５８；Ｇｅｏｒｇｅ　Ｍｏｄｅｌｓｋｉ　ａｎｄ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Ｒ．Ｔｈｏｍｐ－
ｓｏｎ，“Ｌｏｎｇ　Ｃｙｃｌｅｓ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Ｗａｒ”，ｉｎ　Ｍａｎｕｓ　Ｉ．Ｍｉｄｌａｒｓｋｙ，ｅｄ．，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Ｗａｒ　Ｓｔｕｄｉｅｓ，Ｂｏｓｔｏｎ：

Ｕｎｗｉｎ　Ｈｙｍａｎ，１９８９，ｐｐ．２３－５４；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武军等译，中国人
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

参见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Ｍａｎｄｅｌｂａｕｍ，Ｔｈｅ　Ｉｄｅａｓ　Ｔｈａｔ　Ｃｏｎｑｕｅｒｅｄ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Ｐｅａｃｅ，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ａｎｄ　Ｆｒｅｅ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ｗｅｎｔｙ－Ｆｉｒ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Ｎｅｗ　Ｙｏｒｋ：Ｐｕｂｌｉｃ　Ａｆｆａｉｒｓ，２００２；Ｊｏｓｅｐｈ　Ｓ．Ｎｙｅ，Ｂｏｕｎｄ　ｔｏ　Ｌｅａｄ：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ｗｅｒ，Ｎｅｗ　Ｙｏｒｋ：Ｂａｓｉｃ　Ｂｏｏｋｓ，１９９０，ｐ．３４；约瑟夫·奈：《软力量———世
界政坛成功之道》，吴晓辉、钱程译，东方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１５７页；约瑟夫·奈：《硬权力与软权
力》，门洪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１０７～１０８、１１２页；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大抉
择：美国站在十字路口》，王振西译，新华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１９９～２０１页。

参见阎学通、徐进：《中美软实力比较》，载 《现代国际关系》２００８年第１期，第２４～２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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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战略思想。英国学者马克·莱昂纳德 （Ｍａｒｋ　Ｌｅｏｎａｒｄ）于２００８年出版了
《中国在想什么？》（Ｗｈａｔ　Ｄｏｅｓ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ｉｎｋ？）一书，① 这是进入２１世纪后第一
本外国人关注中国当世人战略思想的著作。该书被译成１７种文字。韩国学者
文正仁 （Ｃｈｕｎｇ－ｉｎ　Ｍｏｏｎ）于２０１０年出版了韩文的 《中国崛起大战略———与中
国知识精英的深层对话》，也是同一类的著作。② 当一个国家当世人的思想开始
被外部关注时，说明这个国家对世界开始具有了思想影响力。其原因在于，崛
起大国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世人的思想，而非已故者的思想。

二、世界中心转移能否导致国际体系转变？

与世界中心转移相关的一个学术问题是国际体系的转变问题。面对２１
世纪正在发生的世界中心转移趋势，有些人据此认为国际体系开始变化了，

甚至 “有人称之为５００年来的第三次大转型”。③ 要分析国际体系的类型是否
发生了变化，我们需要明确国际体系的构成要素有哪些，进而分析这些要素
与体系类型变化之间的关系。具体来说，究竟是任何一个要素变化就会引起
体系类型的变化？还是需要其中的某几个要素同时变化才能引起体系类型变

化？然后据此标准，观察当前国际体系的哪些要素发生了变化，这样才能判
断当前国际体系是否发生了类型转变。

（一）国际体系的转变标准不明确
在涉及国际关系的著作和文章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许多关于国际体系

的名称，如五服体系、④ 朝贡体系、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维也纳体系、凡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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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Ｍａｒｋ　Ｌｅｏｎａｒｄ，Ｗｈａｔ　Ｄｏｅｓ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ｉｎｋ？Ｌｏｎｄｏｎ：Ｆｏｕｒｔｈ　Ｅｓｔａｔｅ，２００８．
中译本参见文正仁：《中国崛起大战略———与中国知识精英的深层对话》，李春福译，世界

知识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

赵广成、付瑞红：《国际体系的结构性变化析论》，载 《现代国际关系》２０１１年第８期，第

３２页。

依据王先谦的 《荀子集解》，五服体系是以周天子的王城为中心向外延伸的一个有中心和边
缘的国际体系。王城周围五百里为甸服，种王田为天子提供粮食。向外五百里为侯服，提供劳役和
边疆保卫。再向外两千五百里为宾服，宾服的诸侯国为中原国家。宾服地区每五百里为一圻，次序
是侯圻、甸圻、男圻、采圻和卫圻，推行文化教育和提供军事支持。再向外的地区有要服和荒服两
个地区，每个地区为一千里。要服与荒服与王城的地理距离是相同还是有远近之别不清楚。要服地
区按次序分为蛮服和夷服两个地区，各有五百里，部族实行大体相似的政令但可减少赋税。荒服地
区按次序分为镇服和蕃服两个地区，各有五百里，部落的制度规范从简，人员可自由迁徙。参见王
先谦：《荀子集解》，沈啸寰、王星贤校，中华书局１９８８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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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华盛顿体系、雅尔塔体系、冷战后体系，等等。巴里·布赞 （Ｂａｒｒｙ
Ｂｕｚａｎ）和理查德·利特尔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Ｌｉｔｔｌｅ）在 《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

一书中回顾了戴维·辛格 （Ｄａｖｉｄ　Ｓｉｎｇｅｒ）、肯尼思·华尔兹 （Ｋｅｎｎｅｔｈ　Ｎ．

Ｗａｌｔｚ）和亚历山大·温特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Ｗｅｎｄｔ）等学者对国际体系的不同理

解，反映出学界对国际体系概念的理解仍然存在分歧和争议。① 从２００５年

起，笔者开始研究古代华夏地区春秋和战国两个国际体系的区别，此后更加

深刻地体会到，缺乏划分国际体系类别的共同标准给学术研究造成的严重

混乱。

一般而言，国际体系由国际行为体、国际格局和国际规范三个要素所构

成。然而，这三要素中哪个或哪几个要素改变可以作为体系类型转变的标

准，学界尚无定论。目前，我们看到的绝大多数关于国际体系演变的文章其

实都是在讨论国际格局的变化。② 例如，有人认为冷战和冷战后是两种国际

体系。③ 然而，事实上，从冷战时期到冷战后时期，国际体系的主要行为体

都是主权国家，国际规范仍是以 《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主权规范，只是国

际格局由两极转变为单极。也就是说，在国际体系的三个构成要素中，只有

国际格局这一个要素发生了改变。然而，如果认为国际格局改变就意味着国

际体系改变，那么两者就成了同义反复。我们不能将国际格局转变等同于国

际体系转变的根本原因还不仅是语义原因，更主要的是逻辑原因。国际体系

由行为体、国际格局和国际规范三要素构成。如果其中任意一个要素的变化

都可视为国际体系的类型转变，那么我们就不需要 “国际体系”这个概念

了，只需分别说国际格局变化，国际行为体变化或者国际规范变化即可。如

果我们提出体系转变的假设，就需要从三要素综合变化的角度来分析国际体

系是否发生了类型转变。

在古代，世界是被分隔成几个独立的国际体系的，因此，本文将非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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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巴里·布赞、理查德·利特尔： 《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刘德斌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４年版，第１５～４１页。

秦亚青：《国际体系转型以及中国战略机遇期的延续》，载 《现代国际关系》２００９年第４期，

第３５～３７页；林利民： 《Ｇ２０崛起是国际体系转型的起点———仅仅是起点！》，载 《现代国际关系》

２００９年第１１期，第３６～３８页；刘鸣等：《转型中的国际体系：中国与各主要力量的关系》，载 《国
际问题研究》２００８年第４期，第１８～３１页。

何曜：《当代国际体系与中国的战略选择》，载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编：
《国际环境与中国的和平发展》，时事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３、６、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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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区域国际体系也作为分析的例子。下表是学界经常提及的国际体系及其

行为体、格局和规范。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在同一历史时期，国家行为体的

性质并不完全一样。东亚的华夏地区，周朝王室与诸候国同时存在，如秦

国、楚国、鲁国、齐国等；在欧洲，神圣罗马帝国与王国同时存在，如普鲁

士王国、巴伐利亚王国、萨克森王国、符腾堡王国、巴登大公国、黑森大公

国、安哈尔特公国、美因茨选帝侯、不莱梅自由市等；现在美国这种民族国

家与沙特阿拉伯君主国和梵蒂冈教皇国同时存在。本表只是以主要的国家行

为体为准。

表１　部分国际体系构成要素的比较

国际体系 主要行为体 国际格局 体系规范

华夏地区

西周 （公元前１０４６～７７１） 王室、诸侯国 单极 分封规范

春秋 （公元前７７０～４７６） 王室、诸侯国 单极、两极、多极 争霸但不兼并规范

战国 （公元前４７５～２２１） 君主国 多极 兼并规范

秦朝 （公元前２２１～２０６） 帝国 单极 兼并规范

欧洲地区

罗马 （公元前２７～公元３９５） 帝国 单极、两极 兼并规范

中世纪 （约公元４７６～１４５３） 教皇、王国 多极 教权规范

威斯特伐利亚 （公元１６４８～１７９１） 民族国家 多极 主权规范

反法同盟 （公元１７９２～１８１３） 民族国家 多极 干涉内政规范

维也纳 （公元１８１４～１９１３） 民族国家 多极 干涉内政规范

穆斯林地区

后哈里法 （８～１４世纪） 邦国 多极 兼并规范

奥斯曼 （１４～１６世纪） 帝国 一极 兼并规范

全球性

凡尔 赛—华 盛 顿 （公 元 １９１９～
１９３９）

民族国家 多极 先占及兼并规范

雅尔塔 （公元１９４５～１９９１） 民族国家 两极 不干涉及不兼并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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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这个概念是指构成要素互动所形成的一个系统，① 因此，我们需

要以国际体系某一构成要素的变化是否会引发其他要素的变化为标准，来判

断国际体系是否发生了类型转变。国际行为体的类型经历了 “城邦国家→诸

侯国→君主国→帝国→民族国家”这样的演化进程。１６４８年 《威斯特伐利亚

条约》的签订被认为是民族国家出现的起点，但这个变化仅局限于欧洲，并

未扩展到全球范围。伴随民族国家的出现，欧洲的国际体系出现了主权规

范，即国家拥有独立的主权。② 如果我们认为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形成是一

次欧洲国际体系的转变，那么在这次体系转化中，国际行为体类型和国际规

范都发生了质变。然而，自 《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之后，欧洲的行为体一直

是民族国家，可是学界却普遍认为欧洲的国际体系发生过从维也纳体系向凡

尔赛—华盛顿体系的转变。另一个现象是，中世纪的欧洲行为体曾从城邦国

家转变为君主国，学界却不认为这时期的欧洲国际体系发生了类型转变。一

种情况是行为体类型没有变化，而国际体系发生了转变；另一种情况是行为

体类型发生了变化而国际体系并未转变。这似乎意味着，单纯的国际行为体

类型变化与国际体系转变之间并无必然联系。

国际格局有单极、两极和多极三种基本形态。如果我们观察历史就会发

现，有时国际格局的形态变化与国际体系转变同时发生，但有时国际格局发

生了变化而国际体系却没有发生转变。例如，在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向雅尔

塔体系的转变过程中，国际格局由多极转变为两极。但是在１３世纪的华夏

地区，国际格局由南宋对抗金国的两极格局转变为元朝大一统的单极格局，

但国际体系却没有发生变化。这样的历史也使人们怀疑，单纯的国际格局变

化是否能直接带来国际体系的转变。

国际规范是学界最常用来判断国际体系是否发生类型变化的标准。然

而，国际规范的变化是否一定会引起国际体系的转变也是一个值得进一步研

究的问题。例如，兼并他国是否合法是一个古老的国际规范问题。中国史学

界普遍认为，春秋体系与战国体系的国际规范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春秋时期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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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Ｋｅｎｎｅｔｈ　Ｎ．Ｗａｌｔｚ，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Ｒｅａｄｉｎｇ，Ｍａｓｓ．：Ａｄｄｉｓｏｎ－Ｗｅｓｌｅｙ　Ｐｕｂ－
ｌｉｓｈ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ｎｙ，１９７９，ｃｈａｐ．３．

托布约尔·克努成：《国际关系理论史导论》，余万里、何宗强译，天津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
版，第１３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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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缺乏合法性，而到了战国时期兼并具有了合法性。① 在维也纳体系和凡尔
赛—华盛顿体系内，兼并都具有合法性，而学界却认为这是两个不同的体
系。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雅尔塔体系和冷战后体系的规范都禁止兼并他
国领土，在国际规范不变的情况下，却有学者认为冷战和冷战后是两个国际
体系。② 这说明，单纯的国际规范变化也不足以作为判断国际体系转变的
标准。

（二）国际体系转变需要至少两个要素变化
以行为体类型和国际规范同时发生变化作为判断体系转变的标准，我们可

以发现有几次国际体系转变符合这一标准。从西周体系向春秋体系的转变，体
系规范从分封转变为争霸，同时行为体由天子授权的诸侯国转变为自主授权的
君主国。在欧洲的中世纪时期，罗马文明不再继续，欧洲建立了封建体制。后
来，欧洲经历了从１６１８年到１６４８年的三十年战争，实现了从封建体制向威斯
特伐利亚体系的转变。③ 在这次国际体系的转变中，行为体从封建王国转变
为民族国家，而国际规范则从教权至上的规范转变为国家主权的规范。④ 在
这两个国际体系的转变过程中，都没有发生国际格局的形态变化：西周末期
与春秋初期没有发生格局变化，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前后欧洲都是多极格局。

以国际格局和国际规范同时发生变化为标准，我们也能找到符合这一标
准的国际体系转变的例子。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经历了一次深刻的
全球性国际体系转变，即由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向雅尔塔体系的转变。在这
次体系转变的过程中，国际格局从多极格局转化为美苏对抗的两极格局，国
际规范从先占原则和兼并原则转变为领土主权不受侵犯的原则。在这次国际
体系的变化中，民族国家作为主要国际行为体并没有发生性质变化。

以行为体类型和国际格局同时发生变化为标准，我们也能找到与之相符
的国际体系转变的实例。公元前２２１年，秦国在华夏地区吞并了其他六个君
主国，国家统治者的称谓由 “大王”改为 “皇帝”，从而建立了该地区历史
上的第一个帝国。这使得行为体从君主国变为帝国，国际格局从多极转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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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杨宽：《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２页。

陈启懋：《国际体系的中国国际定位的历史性变化》，载徐敦信主编： 《世界大势与和谐世
界》，世界知识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６５页。

刘德斌主编：《国际关系史》，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２６、２７、４５页。

参见克拉勃：《近代国家观念》，王检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５７年版，第１～２４页；以及乔治·

萨拜因、许派德为该书撰写的英译者序，第２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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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极。１４世纪的穆斯林世界也有过一次类似的国际体系变化。阿拉伯哈里发

帝国从８世纪中叶起开始衰落，分裂为众多的邦国，穆斯林世界成为多极格

局。到１４世纪下半叶，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崛起，国际行为体从邦国转变成

为帝国 （此后穆斯林世界又继续出现了两个帝国，即波斯的萨非帝国和印度

的莫卧尔帝国），国际格局由多极转变为单极。① 上述两个国际体系的转变都

没有伴随国际规范的变化。

这一节所枚举的例子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我们毕竟没有穷尽人类历史

上已经发生的全部国际体系的转变，因此还不能证明只要构成国际体系三要

素中的任意两个要素发生改变，国际体系就一定会发生类型转变。不过，仅

仅根据上述有限的几个例子，我们已经可以得到三点启示。其一，国际体系

三要素同时发生变化，国际体系类型必然转变。其二，国际体系三要素中有

两个要素发生变化，国际体系转变的可能性很大。至少以上所举的例子可以

支持这个判断。至于任意两个要素改变所能引起体系改变的概率，则需要穷

尽国际体系转变的全部案例才能得出判断。其三，当只有一个要素发生变化

时，我们则不宜将其称为国际体系的转变，因为这会造成把部分等同于整

体，把构成要素等同于系统，把程度变化等同于性质变化的误判。典型的例

子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苏联的解体只改变了国际格局的形态，即由两极

转变为单极，而行为体类型和国际规范都没有发生性质变化。这也是为什么

多数学者将这一时期的国际政治变化称为 “国际格局变化”，而只有很少部

分学者将其称为 “国际体系变化”。２００６年就有学者讨论了为何冷战后只是

格局变化而不是体系变化。②

以两个构成要素的变化作为判断体系变化的标准，我们会对维也纳体系

和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是两类国际体系的划分产生疑问。从表１中可以看

到，这两个体系的行为体类型、格局形态和体系规范都无区别。两者的主要

区别是维也纳体系是一个欧洲体系，而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是一个全球体

系。只是由于欧洲大国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才使得欧洲的国际体系扩展为

全球体系，因此，两者的区别在于体系的地理范围、具体大国和大国数量，

而不是体系的类型。从国际格局角度观察，这两个体系的格局形态相同，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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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刘德斌主编：《国际关系史》，第２４～２５页。

杨成绪：《中国与国际体系》，载徐敦信主编：《世界大势与中国和平发展》，世界知识出版
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５４～５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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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多极格局，只不过是进行了权力再分配，构成 “极”的具体国家发生了

改变。

一个更具争论性的体系转变是，欧洲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反法同盟体

系和维也纳体系是否可以认为发生了体系转变。从表１中可以看到，这三个

体系的行为体和国际格局都相同，而且国际规范也难说有性质变化。不过有

学者认为，欧洲国家在１７８９～１８１４年经历的七次反法同盟的战争，这个时

期是两极格局，并且认为国际规范从君主秘密外交原则转变为普遍和平正义

原则。① 如果这种判断是合理的，我们可以认为从反法同盟体系到维也纳体

系出现了体系转变。

（三）国际规范是否转变具有决定性意义

２１世纪的这次国际中心转移能否使国际体系发生质变，其关键在于国际

规范是否改变。显然，这次世界中心转移肯定会带来国际格局的形态变化。

人们对于国际格局从美国霸权的单极格局向两极还是多极转变还存在不同的

看法。认为国际格局向多极转变的是看好欧盟、印度、巴西、俄罗斯等国的

学者。他们认为，２０年内这些组织或国家能具备和美国相类似的世界影响

力。而认为国际格局向两极转变的学者，则认为在未来的１０～１５年内，除

了中国之外，没有其他国家能缩小与美国的综合实力差距，而且中美两国还

会同时拉大与其他大国的综合实力差距。笔者也持这一看法。② 然而，无论

是向多极转变还是向两极转变，学者们在这次世界中心转移将改变国际格局

形态这一点上没有分歧。

本世纪世界中心转移很难伴随着主要国际行为体的类型变化。冷战结束

初期，一些学者曾猜想国际行为体的类型将发生变化，特别是一些欧洲和中

国的自由主义学派学者。他们批评中国抱着落后的主权观念不变，认为以欧

盟为代表的国际组织将取代主权国家成为最主要的国际行为体。然而，以往

２０多年的历史并不支持这种猜想。虽然国际组织的数量从两万多个发展到了

五万多个，特别是非政府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但是目前国际体系的

最主要行为体仍是主权国家。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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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刘德斌主编：《国际关系史》，第８９页。

阎学通：《“一超多强”开始向 “两超多强”演变》，载 《环球时报》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３０日，第

１４版。

朱立群等：《中国与国际体系进程与实践》，世界知识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１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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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要国际行为体的类型不变的情况下，２１世纪的世界中心转移能否带

来体系的转变，关键取决于国际规范是否会发生性质变化。本世纪世界中心

转移能否带来国际规范的质变，这是一个需要进一步观察的问题。我们已

知，中国崛起是这次世界中心转移的核心动力，但是中国崛起能否带来世界

范围的思想观念转变尚不得而知。现行国际规范是以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想为

基础的，因此，西方国家难以成为改变现行国际规范的主导力量。目前，中

国崛起主要体现在物质力量方面。物质力量的增长可以改变国际格局，改变

权力分配结构，但是并不必然改变国际规范。中国对于国际政治思想层面的

影响还较小。今后中国能否向世界提供建立新型国际规范的思想观念，现在

还难以做出判断。

有一个微弱的迹象是，中国政府已经明确提出以中国传统文化指导自己

的大战略。中国政府２０１１年发布的 《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将中华文化

传统确立为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的三要素之一。① 笔者也呼吁中国政府的对外

战略要借鉴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可考虑以王道思想指导中国的崛起战略，同

时以王道思想建设新型国际规范。② 国内很多学者都认为，中国的崛起要加

强软实力的建设。③ 当然，这些尚不足以说明中国崛起必然会带来国际规范

的性质变化。

观察国际关系史我们会发现，在国际体系三要素中，国际格局的变化速度

相对较快。在过去的５００年里，国际格局的形态发生了许多次变化，国际规范

的性质变化了３～４次，而国际行为体的性质只变化了一次。这一现象带给我

们的启示是，国际体系的变化速度要比国际格局的变化速度慢。历史上，国际

格局在百年之内发生两次形态变化是常见的现象，但国际体系在百年之内变化

两次的似乎还没有。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国际体系只在１９４５年发生过一

次转变，至今只不过６７年。这意味着，距下一次国际体系转变的时间还较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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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和平发展》，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２４～２５页。

Ｙａｎ　Ｘｕｅｔｏｎｇ，Ａｎｃｉｅｎ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ｈｏｕｇｈｔ，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ｏｗｅｒ，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１．

赵可金、彭萍萍：《中国文化软实力面临的困境及其解决路径》，载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２０１２年第３期，第２２～２６页；高飞：《加强软实力建设———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载 《当代世
界》２０１２年第４期，第３７～４０页；门洪华：《中国软实力评估报告 （上）》，载 《国际观察》２００７年
第２期，第１５～２６页；陈玉刚：《试论全球化背景下中国软实力的构建》，载 《国际观察》２００７年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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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此，笔者以为，至少目前来讲，用 “国际格局变化”来描述２１世纪的世

界中心转移，比用 “国际体系变化”来描述更为接近迄今的客观世界。

三、中国如何应对世界中心转移？

中国崛起是２１世纪世界中心转移的核心动力，然而这个转移过程也给

中国的崛起带来巨大的体系压力和不确定性。崛起困境的原理是，崛起国崛

起速度越快，国际体系的反弹压力也越大。① 西方学界对中国崛起的恐惧，

已经从担心中国的物质力量增长向担心中华文明挑战西方文明主导地位的方

向发展，② 许多西方学者已开始研究这个问题。③ 中国如何克服体系压力并

实现最终的崛起，这既是一个策略问题也是一个理论问题。

（一）中国需要关注自身实力地位与政策的一致性

在２１世纪世界中心转移的过程中，中国是个崛起国，而且现在已经被

国际社会认为是世界第二大国。中国目前坚持发展中国家的身份，这种做法

符合 “韬光养晦”政策的原则，但也使中国面临着不断上升的 “中国责任

论”压力。这一压力不仅来自发达国家———他们要求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经

济责任，④ 而且也来自发展中国家。一些发展中国家不仅希望中国承担更多

的国际经济责任，而且希望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安全责任，希望中国能为它

们提供安全保障。中国的世界第二大国的地位和发展中国家的身份，这两者

之间形成了矛盾；做负责任大国的政策目标与 “不当头”的原则形成矛盾；

不干涉他国内政与主张国际正义形成矛盾。解决这些矛盾，将有利于中国国

际影响力的进一步提高，也有助于国际格局向有利于中国崛起的方向变化。

（二）中国需要关注战略关系在国际格局转变中的作用

国际格局由大国实力对比和大国战略关系两个构成要素决定。目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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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学峰：《战略选择与大国崛起成败》，载阎学通、孙学峰等著：《中国崛起及其战略》，北
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２８～２９页。

阎学通：《西方人看中国的崛起》，载 《现代国际关系》１９９６年第９期，第３６～４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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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实力对比是有利于中国崛起的，但是大国战略关系却对中国崛起不利。美

国虽然处于物质实力增长缓慢的状况，但美国仍是世界上拥有最多盟友的国

家 （至少有５０个以上的盟友）。相比之下，中国由于采取不结盟政策，因此

没有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盟友。缺乏盟友已经成为中国改善与周边国家关系时

所面临的不利条件。奥马巴政府执政后，采取了 “巧实力”外交，① 即扩大

统一战线的策略，这使美国的大国战略合作关系得到了巩固和加强。② 在此

情况下，如果中国能调整其不结盟政策，可以有效地增加战略合作者的数

量，从而有助于国际格局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更快地转变。相反，如果中国

的战略友好关系得不到有效改善，国际格局的转变就会相对缓慢。

（三）中国需要关注建立新的国际规范

自由主义在当前国际体系中居绝对主导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没有

促进新型国际规范形成的空间。如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中国提出的共同但有

区别责任的规范，这种建议得到了相当一些国家的支持。国际规范的质变需

要以思想观念的重大转变为基础。自由主义思想的核心是自由、平等和民

主，这是现行国际规范的最主要的思想基础。然而，这种思想并非没有超越

的空间。在中国 “礼、仁、义”的传统思想基础上，中国可以提出以公平、

文明和道义为原则的新型国际规范。当然，如果我们要向世界推广一种新型

的价值观，首先需要在国内进行自我实践。一种本国不实践的社会规范是难

以推向国际社会的。笔者以为，只有中国崛起带来国际格局和国际规范两方

面的改变，才可能促成国际体系的转变。

世界中心转移与国际体系转变的问题，会随着中国崛起的加速而引起学

界的更多关注。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将有助于推动国际关系体系理论的发展。

中国学者在这方面有自己独特的优势，充分利用自身的优势，是有可能发展

出新的体系理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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